
















经济学视域分析上海疫情期间 

“天价团购”成因 

 

管理学院 何家明 

 

摘要：本文围绕上海疫情期间普遍物价上涨和部分地区出现天价团购的现象，结合供需模型

和垄断厂商的定价模型，分析食品市场需求变化、商品性质，和拥有定价权的“团长”、供销商

群体的定价策略进行分析。并针对上述分析结论提出看法和意见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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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场需求分析 

自今年四月份以来，上海进入“全域静默”状态。上海居民被要求“足不出户”，社

会公共交通、运输行业受到较大影响。在封闭前，上海居民可选择的日常食品种类多，

其相互间可替代性强。以猪肉为例，封闭前不喜欢吃猪肉的居民可以选择牛肉、羊肉等

其他肉类食品作为替代，并且购买途径多样，比如通过线下购买、外卖、生鲜急送等方

式。此时猪肉需求富有弹性，面对猪肉价格的变动，消费者更加敏感。但在进入封闭状

态后，居民购买肉类食品的渠道受限，卖方也仅能提供有限种类的产品（假设其中包括

猪肉），此时居民对猪肉的需求增加，但需求弹性降低，对于猪肉价格的变动更加不敏

感，且由于封闭期间上海物价较高，居民以原定价格仅能买到更少的猪肉。居民的猪肉

需求曲线变化如图所示：由疫情前的 D０变化至 D１。 

图 1 居民需求变化图 

 

二、商品性质分析 

经济学理论中，根据消费者购买商品随着收入的变化关系将商品分为正常品和劣等

品，劣等品指随着居民收入增加而消费量减少的商品。而劣等品有根据其收入效应与替

代效应的关系分为一般劣等品和吉芬商品，吉芬商品的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体现在

现实中的消费现象为：物品涨价反而导致消费量的增加。上海疫情时期的部分团购商品

无疑符合吉芬商品的定义，例如之前所举例的猪肉。在面对疫情时期中各种菜价疯涨的



情况，部分小区对猪肉的消费量反而增加。如图为吉芬商品图：其假设为在一种商品２

价格不变时，商品１价格升高时，消费者收入效应（Ｘ３-Ｘ１）大于替代效应（Ｘ３-Ｘ

２）。其核心为价格和需求同向变动，疫情期间的生活必需品大多符合该条件。 

图２ 吉芬商品的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 

 

三、市场的变化 

居民面对的市场从原来的完全竞争市场变为了以小区、社区为单位的相互隔离的垄

断市场，垄断者为具有供应资质的物资供应商和小区“团长”，因为不同市场相互隔离，

不同供应商受道德、法律约束下对风险和利益的偏好不完全一致，因此本文在探讨天价

团购的问题中，主要探讨利用自身市场势力进行垄断定价的社区。 

在原有的完全竞争市场中，居民需求曲线向左移动会使得市场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

的降低。但在垄断市场中，厂商不再只是价格的接收者，厂商凭借垄断势力拥有的制定

价格的权力。如具有供应资质的食品供应商具有一级定价权，这个价格的直接接受者为

社区和小区“团长”。小区“团长”接受物资后，具备二次定价的能力，即在供应商给定

价格基础之上进行加价。如图三为在完全竞争市场中，供应商作为市场价格接受者，供

应价格等于边际成本，供应商仅能获得零经济利润，记此时价格为Ｐ０，交易量为Ｑ０。 

图３ 完全竞争市场中市场价格与交易量 

 

四、垄断势力来源分析 

本段探究供应商和“团长”垄断势力的来源。首先，供应物资大多是生活必需品，

上文中分析了上海疫情中居民对猪肉需求弹性的改变，需求弹性的降低是居民接受供应

商高定价的基础政府。政府和电商平台提供的市场相对较小，因此绝大部分市民对产品



的选择仍依赖于供应商和“团长”。对供应商而言，具备运送资质、能够办理通行证是确

保自身能提供销售服务的重要保障，而政府对供应商的筛选和限定使得满足供应条件的

供应商成为少数，一家供应商在其销售市场内（部分小区和社区）可能缺乏竞争者，因

此具备一定垄断能力。但对于无法获取通行证的物资供应商而言，也就无法进入市场进

行销售，因此疫情期间存在大量供应商面临产品滞销问题。对于“团长”而言，能够成

为“团长”需要一定联系供货商、协调上级关系、熟练统计数据等方面的能力。因此在

上海封闭早期，各小区中能满足上述要求的“团长”属于少数群体，因此“团长”具备

一定的垄断势力。 

 

五、定价策略分析 

（一）完全垄断市场。 

假设市场中对居民供应的供应商和“团长”均仅有一个时，且二者均利用自身市场

垄断势力进行定价。疫情时期，面对上海对通行车辆进行管制的要求，供应厂商需要花

钱办理车辆通行证，物流成本提高。同时对供应物资消杀、人员防护等隔离措施也增加

了供应过程中的成本。在垄断市场中，厂商制定价格点为 MR=MC，即边际收益等于边际

成本时所对应的价格。随着边际成本的提升会使厂商制定更高的垄断价格。作为“团长”

而言，其成本为供应商给定价格，“团长”根据该价格定价情况如图所示。 

图４ 供应商定价模型（左）和“团长”定价模型（右） 

由图可知，当供应商成本上升时，其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由 AC０、MC０移动至 AC1和

MC1，边际成本曲线与边际收益曲线交点逆曲线方向移动，此时供应商定价由 P1 上升至

P2。供应商完成定价后，“团长”作为拥有垄断势力的价格传递者，可以对供应商给定的

价格进行加价。由图四（右）可知，“团长”的边际成本等于供应商给定价格 P2，当“团

长”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曲线相交时，得到“团长”的垄断定价为 P3。居民最终以 P3

价格购买到物资，对比完全竞争市场中均衡价格 P0，可见物资的价格出现较大增长。并

且此时团长会选择减少供给数量以维持 P3 的价格，供应商给到的数量为 Q2 但实际供应

量为 Q3，其中 Q3-Q2为人为损耗，此举能解释上海疫情中出现部分小区（社区）直接丢

掉食物的现象。并且不同社区间倒卖物资（如疫情期间宝山区物资被倒卖），社区即能

通过对外卖物资获利，又能维持小区内 P3价格水平。 

若“团长”不选择通过疫情牟利，而是选择将物资原价卖给居民，则居民能以 P2的



价格购买到物资。若供应商选择完全竞争市场中的定价且“团长”不从中牟利，则居民

收到的价格仅比 P0略高（疫情期间成本上升）。 

（二）寡头垄断市场。 

当居民小区中不止一个“团长”或者供应社区的供应商不止一个时，“团长”和供应

商在定价时需考虑到对方行为。以古诺均衡为例，此时市场中的居民能获得比垄断市场

中更为低的价格。若小区“团长”、供应商之间都达成隐性合谋（选择卡特尔数量的物

资），则此时居民购买物资的价格和垄断市场中相同。但如果一方选择合谋而另一方选

择寡头垄断策略，则最终定价要介于二者之间。图五为两个供应商之间分别选择供应古

诺产量和卡特尔产量时的利润矩阵。 

图 5 寡头垄断中的利润支付矩阵 

由图可知，当市场中由两个供应商，且供应商未形成合谋时，二者均会选择供应古

诺均衡的物资，可推测当市场中的供应商数量更多时，居民能获得更低的价格和更多的

物资。但当供应商选择合谋时，居民需要为更少的物资支付更高的价格。 

 

六、观点和建议 

笔者认为，上海没有提早公布封闭具体情况，公众对长达两个月的封闭没能做好足

够的准备，使得居民面对封闭后交通物流停摆、市场供应能力有限的情况，其物资需求

增加，且更加缺乏弹性。在完全竞争市场中，市场均衡价格改变不明显。在上海疫情期

间出现天价团购的现象本质上是部分供应商和“团长”成为了物资的垄断者，其具备了

一定的市场势力，能在影响其范围内的交易价格。面对缺乏弹性的消费者，供应商和“团

长”的二次定价导致居民购买物资价格远高于平时。 

虽然目前上海已经解除封闭，居民生活恢复正常。但本次上海疫情下的天价团购现

象仍值得反思，反思在下一次封闭时如何做好物资保障？如何不让少部分人通过疫情套

利？让社会平稳有序的打赢每一场疫情阻击战。笔者基于本次案例分析提供几点建议。 

（一）提前做好封闭安排。 

如公布确切的隔离时间，使居民能根据要求准备相应生活物资。尽可能留足公众反

应时间用于准备物资，避免因临时安排而导致的超市等供应点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良

好物资储备有利于降低居民在隔离期间对团购的需求，并且若居民家中屯有足量的物资，



其对团购的需求也将更富有弹性。同时也能避免疫情期间的生活物资成为“越贵越得买”

的吉芬商品。 

（二）稳定交通运输保障。 

在此次上海疫情中，供应商和“团长”能拥有垄断势力的重要原因是官方自购平台

缺乏足够的物资和运力保障居民需求，居民无法通过快递、外卖等方式采购到足够的物

资，其根本原因在于政府没能提前做好运力规划，以至于办理不到通行证的农户产品卖

不出，想买产品的居民买不到。对此，笔者认为可以参考深圳做法：封闭期间快递、外

卖、物流的有序运转，官方对交通运输行业从业者进行统一调度和保障。 

（三）适当放宽供应准入限制。 

供应商只有被列入政府制定的保供名单后，才具备进入市场的资格。本轮疫情中上

海进行物资供应的企业对社区进行销售过程中可能凭借其垄断势力而制定市场价格。笔

者认为适当放宽对供应商进入保供名单的准入限制，有利于居民获得更为多样的产品，

提高其对某一样产品的需求弹性。同时，促使供应商之间形成竞争，使居民获得更为低

廉的物资。 

（四）强化监管体制运行。 

针对分析结论，笔者认为主要应当加强三方面的监管：一是对“团长”的监管，不

同社区的“团长”表现出的定价行为不同，有的按供应商给定价格出售，也有在此基础

上加价出售，政府应对“团长”的定价行为的监管，明确加价幅度上限，例如考虑损耗

的情况下不超过百分之几。加强对违法制定高价“团长”的查处力度；二是对供应商的

监管，对供应商除去监管高额定价外，还应对物资质量进行抽查，确保不出现“以次充

好”的现象；三是对合谋的监管，市场中有一定供应商、小区中有一定数量的“团长”

时，应加强对合谋定价的监管。避免供应商之间、“团长”团长之间、供应商和“团长”

之间出现合谋，从而维护市场价格水平处于正常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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